
24	 二十一世紀評論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在蘇聯已經解體的情況下，如何分析和評

價這一百年，是一個智力和道德上的巨大挑戰。但這個挑戰不容迴避。蘇聯

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有着非同尋常的密切關係，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毛主

席」這一稱謂，最初正是指位於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

席」。本文從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啟發的「共和主義」視角來理解「蘇維

埃」，進一步揭示當前西方學界若干新型民主制度構想和創新的理論意義，藉

以表達一種對於「十月革命」「向前看」的紀念。

一　怎樣紀念「十月革命」？

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可以有「向後看」和「向前看」兩種方式。前者

的例子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從2017年2月24日開始的「紅色世

紀」（“Red Century”）專欄，至今已經發表了多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

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普里斯特蘭（David Priestland），他是《紅旗：共產主義的

歷史》（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 2009）一書的作者。在文章中，

他回憶了在1987年作為蘇聯留學生去紅場看「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慶典的情

景，至今在他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領袖之一坦

博（Oliver Tambo）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Yasir Arafat）都在紅場

的主席台上。這一記憶也啟發了他撰寫的紀念文章的主題：蘇聯的存在迫使

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改革」，儘管「斯大林主義」的「大

清洗」和「古拉格群島」曾給很多蘇聯人民帶來痛苦和災難1。

從「向後看」的角度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另一個例子，則是2017年

3月30日芝加哥大學俄國史教授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倫敦 

構想二十一世紀的「蘇維埃」？
——共和主義視角下的一種紀念

＊	感謝蔣余浩博士後在本文編輯過程中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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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發表的文章，她對新近出版的五本關於「十月

革命」的著作作出評論2。菲茨帕特里克重申了左翼史學大師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觀點：比起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影響更為複雜、更具全球性， 

然而這種影響力和意義在1991年之後變得模糊而不確定了。

無疑，「向後看」的紀念方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在我今年的閱讀中， 

下面三本書對我理解二十世紀的蘇聯歷史幫助最大：（1）格羅斯曼（Vasilli 

Grossman）的小說《生活與命運》及以其為基礎改編的電影《斯大林格勒》

（Stalingrad, 2013）3。格羅斯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進行「斯大林格勒保衞戰」

時的隨軍記者，他這部小說以虛構的一家人在戰爭前後的遭遇為主線，勾勒

了上百位人物的生活和命運；（2）謝爾蓋（Victor Serge）的《一個革命者的回憶

錄》（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4。他在1890年生於比利時的俄國革命流亡

者家庭，1919年回到蘇聯參加第三國際，與列寧、托洛茨基等領袖都有個人

接觸，這部回憶錄記述了他參加俄國革命以及之後被流放的經歷；（3）著名的

法國大革命歷史研究者弗雷（François Furet）的《幻覺的消亡：二十世紀的共和

主義理念》（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5。作者年輕時是法共黨員，此書是他結合自身經驗反思二十世紀共

產主義歷史的傑作，他於1996年獲得「阿倫特政治思想獎」（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Thought）。

但是，本文的出發點不是「向後看」，而是「向前看」。我的問題是，「十月

革命」對二十一世紀還有甚麼意義？我對「蘇維埃」的理解深受著名政治哲學家

阿倫特影響。在1963年的《論革命》（On Revolution）一書中，阿倫特從希臘城

邦制度、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初級共和國」（elementary republics）、

巴黎公社和1905至1921年間的「蘇維埃」（俄語「委員會」之意）歸納出了「共和

主義」的精神實質，即「由革命進程本身構建和組織的新的公共空間」6：

如果傑斐遜的「初級共和國」計劃付諸實施，那麼它將遠勝於我們可以在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各區和民間社團中，察覺到的那種新政府形式軟

弱的萌芽狀態。然而，即使傑斐遜的政治想像力在遠見卓識上超過了他

們，他的思想卻依然與之殊途同歸。無論是傑斐遜的計劃，還是法國的

sociétés révolutionaries（革命委員會），都極其匪夷所思地準確預見到了這

些委員會、蘇維埃和Räte（委員會），它們將在整個十九和二十世紀每一

場名副其實的革命中嶄露頭角。每次它們都作為人民的自發組織產生和

出現，不僅外在於一切革命黨，而且完全出乎它們和它們的領袖意料之

外。跟傑斐遜的提議一樣，委員會完全被政治家、歷史學家、政治理論

家，最重要的是被革命傳統本身忽略掉了。即便是那些顯然對革命持同

情態度，忍不住要將民間委員會的湧現載入其故事記錄之中的歷史學家

們，都認為委員會本質上不過是為了解放而進行革命鬥爭的臨時組織而

已。換言之，他們無法理解，站在眼前的委員會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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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也無法理解它是一種為了自由，由革命進程本身

構建和組織的新的公共空間。

理解這段論述，我們需要對阿倫特的政治哲學思想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我在一篇關於阿倫特思想的評論中曾指出，由於阿倫特的成名作是1951年出

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以致她被很多人誤以

為是自由主義者，但是阿倫特對「代議制民主」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批評，而《極

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包括了「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三卷，這

種篇章安排隱含深意。理解阿倫特複雜而深刻的政治思想的關鍵，需要從她

的猶太身份認同歷程入手，進而了解其從「共和主義」視角對極權主義和自由

主義的批判7。這裏有必要首先簡要梳理阿倫特的這一思想脈絡。

二　阿倫特：從猶太人問題到共和主義

（一）猶太人問題：「整體的政治解放」

阿倫特的共和主義思想與她對於猶太認同問題的反思緊密相聯。早在

1930年代選擇給猶太婦女瓦倫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寫傳記來作

為「第二博士論文」時，阿倫特就針對猶太認同問題提出了深刻見解8。阿倫

特的主要論點是，「個人的社會同化」不能等同於「整體的政治解放」，猶太人

應該爭取「作為猶太人的」整體政治解放，而不可能通過個人的「社會同化」得

到解放。阿倫特在傳記中特別利用了拉扎爾（Bernard Lazare，十九世紀末「猶

太復國運動」精神領袖之一，和赫策爾 [Theodor Herzl]齊名）對猶太人「暴發戶」

（parvenus）和「被遺棄者」（pariah）的兩類劃分，並將「被遺棄者」細分為四類：

第一類以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為代表，第二類以拉扎爾本人為代表， 

第三類以演員卓別林（Charlie Chaplin）為代表，第四類以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為代表9。阿倫特也自視為「被遺棄者」，她尤其喜愛卡夫卡，後來在

1940年代末曾編輯《卡夫卡日記》（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把卡夫卡的作

品介紹到美國。

雖然阿倫特支持「猶太復國運動」，但在以後遭受納粹迫害的流亡歲月

裏，她逐漸與「猶太復國運動」的主流派領導人產生了嚴重分歧（其中許多是

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的重要政治人物）。這一分歧的實質對我們理解阿倫特後

來的政治思想非常關鍵。在「猶太復國運動」中，繼承赫策爾思想的主流派領

導人（如後來以色列開國總統兼化學家魏茨曼 [Chaim A. Weizmann]）走「帝國

主義上層路線」，希望英國把巴勒斯坦移交給猶太人建國，完全無視已經世代

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阿倫特則繼承了「猶太復國運動」少數派領袖拉

扎爾的傳統，和布伯（Martin Buber）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立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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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走「帝國主義上層路線」，主張直接與阿拉伯人民對話，在基層共建「猶

太—阿拉伯委員會」，在上層建立兩個民族的社會主義聯邦bk。由此可以看到

後來阿倫特在《論革命》中論證「委員會」（包括傑斐遜的「初級共和國」、巴黎

公社和1905至1921年間的「蘇維埃」）是替代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

的端倪。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單方面宣布建國並引發與當地阿拉伯人的衝突。 

不斷升級的以巴衝突使阿倫特進一步認識到歐洲「民族—國家」模式的深刻弊

病，以色列按照歐洲單一的「民族—國家」模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國，對阿

拉伯人民和猶太人自身都是後患無窮。阿倫特甚至尖銳地指出，以色列的所

作所為，實際上是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進行種族清洗，與希特勒對猶太人

的做法沒有太大區別bl。

阿倫特對「猶太復國運動」走「帝國主義上層路線」的批評，為她後來在《極

權主義的起源》中把「帝國主義」視為極權主義的一個「元素」埋下了伏筆。她 

指出，1884年由葡萄牙提議、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召集「柏林會議」

（Berlin Conference）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對非洲的瓜分，強化了「種族主義」意

識形態，進一步弱化了殖民地宗主國內部的公民權意識，為納粹極權主義的

興起創造了有利條件bm。這個論述使我們看到了阿倫特強調帝國主義是極權

主義的催化劑的匠心所在。

在阿倫特看來，「反猶主義」是極權主義的另一個「元素」和催化劑。她反

對用「尋找替罪羊」來解釋反猶主義，因為這不能解釋為何只是「猶太人」被當

成「替罪羊」，而不是別的人。她也反對所謂「永恆的反猶主義」，即把反猶主

義歸結於猶大對耶穌的出賣。她認為，對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來說，最關鍵

的是要解釋1870年之後的「政治反猶主義」和歐洲「民族—國家」興衰之間的

關係。

阿倫特把歐洲「民族—國家」興衰和猶太人命運的關係分為四個階段：第

一階段是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還處於絕對君主制的監護下，

只有少數猶太人進入宮廷，替君主管理金融事務；第二階段是法國大革命

後，歐洲「民族—國家」獲得了大發展，由於對公債和廣義金融業務的需要，

促使各國把公民權利從少數宮廷猶太人擴展到更多猶太人富裕階層，並頒布

了名義上適用於所有猶太人的「解放令」bn；第三階段是十九世紀後期帝國主

義爭奪世界地盤的大發展時期，這標誌着歐洲「民族—國家」及其之間的平衡

體系崩潰的開始，此時猶太金融商業對國家的「公共職能」變得不如「帝國主義

冒險家商人」bo那樣重要了；第四階段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希特勒對猶太人

的大屠殺，此時歐洲「民族—國家」及其之間的平衡體系全面解體，猶太人成

了沒有任何「公共職能」但又包含了相當一部分富人的群體，因而成為「泛日耳

曼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等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打擊對象bp。阿倫特指出，

「當猶太人失去了他們的公共職能和影響，而只剩下他們的財富之時，反猶主

義就達到了頂峰」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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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阿倫特強調的是，「社會同化」和「經濟財富」都不能挽救猶太人的

厄運，除非他們爭取到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從這裏，我們已經可以預

見到阿倫特在1958年《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中關於公共政治

參與是人類生活最重要條件的論述br。

（二）共和主義：公共政治參與的美德

阿倫特《人的境況》一書是1970年代以後共和主義在西方復興的先聲。我

們可以從當代共和主義的主要理論代表波考克（J. G. A. Pocock）那裏，找到阿

倫特與共和主義復興的聯繫。波考克明確承認：「作為歷史學家，我一向十分

關注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的對話，故也難怪，其著作能夠引起我最強烈共鳴

的，當屬已故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bs波考克這樣描述自己於1975年出

版的《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借用漢娜．阿倫特的語言來說，本書講述的是西方現代早期復興

古代『政治人』（homo politicus，亦即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動物』）理想這個故事

的一部分。這個政治人通過政治行動來肯定自身的存在和美德，與他最近的

血親是『修辭學家』（homo rhetor），他的對立面則是基督教信仰中的『有信的

人』（homo credens）。」bt

怎樣理解「政治人」與「有信的人」的對峙？在《馬基雅維里時刻》中，波考

克強調了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對「共和政體」及

其公民參與的主張：「中世紀和現代早期歐洲人的時間意識中某些持久的模

式，導致了認為共和政體的出現和公民對該政體的參與構成了一個歷史中自

我理解的問題⋯⋯這個問題正是馬基雅維里及其同代人或明或暗地堅持主張

的。」ck為甚麼波考克說「共和政體的出現和公民對該政體的參與，構成了一

個歷史中自我理解的問題」？如果我們回顧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對「不朽」

（immortality）和「永恆」（eternity）的區分，會有助於我們理解波考克的問題。

阿倫特受亞里士多德啟發，區分了三種基本的人類活動：勞動（labor）、

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這三種都屬於「積極生活」（vita activa），與中世

紀基督教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對。「勞動」是與人的身體的生

物過程相應的新陳代謝活動，「工作」創造了一個非自然的「人為事物」的世界， 

而「行動」是在平等的公民間的政治活動，對應於人的複多性（plurality）cl。 

阿倫特指出，亞里士多德認為「勞動和工作不夠有尊嚴，不足以構成一種完整

意義上的生活⋯⋯一種自主的和真正屬於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平等主體間的

政治參與的「行動」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cm。有人批評阿倫特過於推崇古

希臘，不了解亞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動物」的理想是建立在奴隸「勞動」和「工

作」基礎上的cn，但其實馬克思也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中說過：「自

由王國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co在自

動化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大膽設想，人工智能將大量取代「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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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在「社會分紅／基本收入」的基礎上，平等主體間的政治參與的自

由「行動」將獲得很大發展cp。

不過，對理解波考克問題至關重要的，是阿倫特《人的境況》中的這段話cq：

隨着古代城市國家的消失——奧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也許是最後一個

至少知道作為一個公民意味着甚麼的人——「積極生活」這個詞失去了它

特定的政治意義，開始意指所有致力於此世之物的活動。準確地說，古

代城市國家的消失並沒有造成工作和勞動在人類活動等級中的上升，以

至於上升到與政治生活享有同等的尊嚴。實際出現的反倒是另一種情

況：行動也被從塵世生活必需性的層次上看待，以至於沉思⋯⋯成了唯

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

正是這種「沉思生活」，形成了政治與基督教的區別：「沉思對於任何其他活

動、包括行動在內的優越性，在起源上並不是基督教的。」cr或者，「不朽」與

「永恆」的區別：前者還是有時間性的，而後者則沒有時間性cs。

我們知道，基督教的永恆的上帝的形象確立了一種「非時間性」，在非時

間性中，無從探討「特殊」與「普遍」之分：上帝「本身並未使特殊的事件和現

象在時間中的相繼發生能被理解，也未賦予作為事件相繼發生之維度的時間

以任何特殊的重要性」ct。而近代歐洲文藝復興的共和主義恰恰是歷史主義的

時間觀念的一種形式，只有在世俗的、有限的時間裏，從特殊中探索普遍才

變得有意義：「易朽」的個體生命如何能夠不朽？如同波考克在《馬基雅維里 

時刻》中的進一步解釋dk：

共和政體或亞里士多德式的城邦，作為重現於15世紀公民人文主義思想

中的概念，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普遍的」是說，它的存在可以為

其公民實現人們在現世生活中能夠實現的全部價值；「特殊的」是說，它

是有限的，它置身於時空之中。它有開端，因而也有終點；這就使兩個

問題變得至關重要：揭示它如何產生和維持自身的存在；對其實現普遍

價值的目的與其世俗生活的動盪和環境的無序加以調和。因此，共和主

義理論——以及同時出場（如果不是更早出場）的所有政治理論——的關

鍵內容，是有關時間的觀念，有關以時間為維度的偶然事件之發生的觀

念，以及關於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歷史的特殊事件之序列（稱之為過程還為

時尚早）之可理解性的觀念。

換言之，共和主義正是克服基督教的非歷史性的現代歷史主義思維方

式，它提出了「存在於世俗特殊性中的普遍性」這一問題。波考克由此揭示了

「政治人」與「有信的人」或「基督教世界觀」的對抗：基督教堅信一個在過去的

一個時間點上創造了世界和人類、將在未來一個時間點上拯救人類並終結這

個世界的上帝，在這樣的信仰或者說世界觀裏，沒有人的不朽的意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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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時間性和世俗性的世界觀中，人可以通過積極投身於政治行動去實現

「現世生活中的全部價值」，而政治正是「『處理可能之事的技藝』，從而也是處

理偶然之事的技藝；⋯⋯如果我們把偶然性的領域視為歷史，視為『偶然、意

外和不可預見的因素的表演』，從這種政治觀似乎就會產生促進世俗歷史寫作

成長的強大動力（這樣，政治人也許會與基督教的世界觀一爭高下）」dl。

據此，共和主義者所主張的積極的公民生活，可以理解為在世俗時間中

的特殊事件，並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偶然命運dm：

無論是作為語文學家、修辭學家還是共和國公民，人文主義者都深入參

與到具體而特殊的人類生活之中⋯⋯讓特殊變得可以理解的需要，導致

了交談觀的出現，即這樣一種想法：普遍因素內在於對生活和語言網絡

的參與之中，因此，最高價值，甚至非政治的沉思價值，也被視為只有

通過交談和社會合作才能獲得。由此導致的必然結論是，社會合作本身

是一種高貴而必要的善，是獲知普遍性的前提，整個雅典和亞里士多德

的傳統都強調，人類社會合作的最高形式是政治社團，是亞里士多德從

城邦中看到的分配、決策和行動的共同體。

無論如何，確實可以說阿倫特《人的境況》一書關於「不朽」與「永恆」的區

分以及由此而來的在世俗時間中探尋不朽生活的思考，預示和激發了以波考

克等為代表的共和主義學派的興起。從「共和主義」視角，我們就不難理解為

何阿倫特會同時批判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阿倫特強調，極權主義不僅給生

活帶來苦難，更重要的是剝奪了人的政治參與權力（她使用“right to have 

rights”一詞），企圖消滅人的獨特性和複多性dn。而自由主義者往往只強調「消

極自由」——即不受他人干涉的權利，但殊不知若沒有積極的政治參與權利 

的保證，這種「消極自由」是弱不禁風的。如果我們翻閱共和主義學派另一位

代表佩迪特（Philip Pettit）的著作《共和主義：一種關於自由與政府的理論》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就可以從他對共和主

義的「無支配」的自由觀與自由主義的「無干涉」的自由觀之區分中，讀出阿倫

特的上述思想do。

如果上述分析稍嫌太抽象的話，我再舉一個阿倫特在公民權問題上影響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例子。1933年阿倫特被迫逃離德國後，曾經有十八

年沒有國籍，這使得她對公民權問題十分敏感，也感到自由主義完全以個人

為基礎的抽象人權觀念的蒼白無力。她在〈我們，難民〉（“We Refugees”）一

文中明確指出，沒有任何政治共同體保障的抽象的人權是弱不禁風的。因

此，作為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公民權」比「人權」概念更為重要。純粹個人的「人

權」觀念，要是沒有國家的保護，就無法在現實中實現dp。在這裏，阿倫特提

出了共和主義的「公民權」比「人權」更根本的觀點。195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終於做出無論如何不能剝奪公民權的判決，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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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了《耶魯法學期刊》（The Yale Law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而該文大量運

用阿倫特的公民權理論作為依據dq。

三　從「共和主義」理解「蘇維埃」

基於對「共和主義」的理解，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的最後一章中，詳細

說明了她為何認為「蘇維埃」（委員會）體制要優於「代議制民主」下的政黨。 

阿倫特指出，代議制民主下的政黨問題，「就是政治變成了一種職業，一種生

涯，是故『精英』根據本身完全非政治的標準和尺度而被遴選出來。基於一切

政黨制度的性質，真正政治性的才華難以得到發揚，特別政治化的素質，在

黨派政治的雞毛蒜皮中更難以為繼，後者只要求稀鬆平常的推銷術便足矣」。

而委員會成員「是自我遴選」，「從『初級共和國』中，委員會人接着就為下一個

更高級的委員會選出了他們的委託人，這些委託人再由他的同儕來挑選，他

們不受制於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壓力。他們的頭銜不仰賴別的甚麼，

而只仰賴於平等的人的信心，這種平等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的，不是與生

俱來的。這是那些投身於、現在正從事於一項集體事業的人之間的平等。一

旦被選中並派往下一個更高級的委員會，委託人就會發現自己再度處於同儕

之中，因為，在這一體系中，任何既定層次上的委託人，都是那些獲得一種

特別信任的人」dr。

無論我們今天如何看待阿倫特這一具體的「蘇維埃」（委員會）政治制度主

張，她從「共和主義」視角對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判，仍具有巨大的現實

意義，而揭示這種現實意義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向前看」「十月革命」。

阿倫特和列寧對通過「蘇維埃民主」構建和組織新的公共空間的理解是一

致的。列寧明確地說過ds：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

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人民和全體人民

行使國家職能呢？）⋯⋯舊的「國家政權」的絕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

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填表、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

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行使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

通「工人的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

制」的殘餘鏟除乾淨。

列寧接着說，「日益簡化的監督和統計表報的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然

後將成為一種習慣，最後就不再成其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dt。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很多人會覺得列寧的構想太「烏托邦」了。但我們

冷靜下來，環顧世界，許多國家實行的陪審團制度，其實就是「由所有的人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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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使」管理權力的形式之一。1967年創立萬事達卡（MasterCard，目前最廣

泛使用的銀行支付卡）的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於1985年與卡倫巴赫

（Ernest Callenbach）合著了《公民立法機構》（A Citizen Legislature）一書，首次

提出了隨機抽籤產生美國眾議院435名議員的制度設計ek。他們的出發點就

是：既然陪審團成員可以隨機抽籤產生，為何不可隨機抽籤產生眾議員？

實際上，亞里士多德早就論述了「抽籤」是和古希臘雅典「民主制」聯繫在

一起的制度安排，而「選舉」則是「貴族制」的制度安排。在這一點上，近代西

方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

和亞里士多德完全一致el。但是，二十世紀的多數西方政治學家似乎忘記了

亞里士多德關於民主與抽籤的內在聯繫的論述。

1997年，在紐約大學任教的法國政治學家曼寧（Bernard Manin）出版了《代

議制政府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書，重新提

出和發展了亞里士多德的民主抽籤論。曼寧指出，由於亞里士多德的「民主」

定義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同一撥人」，因此只有隨機抽籤產生「統治者」才

符合「民主」的定義；而選舉的邏輯必然會導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是同一撥

人」，故屬於「貴族制」。因為「選舉」就是要選出「與眾不同」的人（或者更有能

力，或者更有錢，或者更漂亮），而要選出「平均的人」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em。 

在曼寧這部著作之後，關於民主與抽籤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2008年，英國

政治學家道倫（Oliver Dowlen）發表了《抽籤的政治潛能：隨機挑選官員的研究》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 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 for 

Public Office）一書，全面綜述了抽籤與民主的歷史和研究文獻en。

但是，這些研究大多有一種矯枉過正的傾向，研究者對抽籤的熱情使他

們往往忽略了在單一機構（如議會、陪審團）中以抽籤產生成員也會帶來一些

問題。其實，現代的生活常識告訴人們，管理公共事務也不總是那樣簡單（並

非如前述列寧所說「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行使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

只須付給普通『工人的工資』」）。而且，在操作實踐上也會出現難題，比如，

當審理一件耗時較多的刑事案件時，如何來支付隨機抽籤產生的陪審員的報

酬？此外，著名政治學家埃爾斯特（Jon Elster）在2013年出版的《防止惡治的

保障：陪審團、制憲會議和選舉》（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Juries, Assemblies, 

Elections）一書中，就談到隨機抽籤產生的陪審員必須同職業法律家相結合才

能更好發揮作用的例子：法國大革命後的陪審團原本有十二人，都以隨機抽

籤產生，但1941年後改成六人隨機抽籤產生，再加上三個法官；而目前法國

陪審團又恢復到十二人，九人隨機抽籤產生，另外三人為法官，這是「專家和

群眾相結合」的一種模式eo。同時，日常生活經驗告訴我們，抽籤產生陪審員

雖然具有廣泛代表性，但也有可能因被抽中者的興趣和關注不同而造成對審

議案件投入程度不足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曼寧書中所強調的抽籤在近代西方衰落的原因，並沒有引

起近年來的抽籤民主論者的足夠理解與重視。他指出，西方近代民主理論強

調統治必須建立在被統治者的「同意」（consent）的基礎上，因此抽籤在近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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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沒有經過選舉的「同意」過程，帶有任意性，這是它被選舉取而代之的主

要原因之一ep。在二十一世紀的民主制度創新中，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簡單

回復到古希臘雅典的抽籤民主制，而是要探索抽籤與選舉的結合。抽籤民主

制顯然有利於打破利益集團的固化，但它對被抽中者的興趣和能力有很高要

求，可謂利弊集於一身。

本文論述至此，就可以介紹主張抽籤與選舉相結合的「奇人」布里修斯

（Terrill Bouricius）的新型民主構想了。布里修斯有着豐富的地方民主實踐經 

驗eq，同時，他對美國民主體制改革很大程度上被少數利益集團操控的問題有 

深刻反思：2001年，他與紐約大學著名數理政治學家布拉姆斯（Steven Brams）

等人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撰文提出改革美國目前選舉制度的構想er。

2013年，布里修斯結合多年實踐和理論思考，發表了〈通過多個機構抽籤的民

主：雅典經驗對當代的意義〉（“Democracy through Multi-Body Sortition: Athenian  

Lessons for the Modern Day”）一文es。根據我的理解，布里修斯可以被看作是

堅持了阿倫特—列寧的理想。當然他認識到，在二十一世紀實現這個理想，

必須正視「單一機構抽籤的民主」的悖論——既有着有利於打破利益集團固化

的優點，也存在對被抽中者的興趣和能力要求過高的缺點。因此，布里修斯

設計了六種機構來實現「普通人民必須真正當家做主」的理想。

第一種機構是「議程設置委員會」（Agenda Council）。其成員從毛遂自薦的

公民中隨機抽籤產生，但它僅僅設置議程，不對法律的制訂進行表決。如果

未被抽中的公民具有設置議程的強烈要求，只要徵得足夠數量的其他公民簽

名，就可以將該議題提上議程。

第二種機構是各種「興趣或利益討論組」（Interest Panels）。每個討論組由

十二人組成，其成員資格既不需要選舉，也不需要抽籤，而只憑公民的興趣

或利益自願參加。例如，已經列入議程的關於交通安全立法的討論組，其成

員可能是公交車司機、賽車協會、交通規劃部門或車禍受害者家屬。他們就

討論的結果提交立法或政策建議（proposals），但他們沒有最終決定權。

第三種機構是在每個立法或政策領域設立一個「評審委員會」（Review 

Panel）。它們類似目前各國議會中的「財經委員會」、「外交委員會」等，本身

沒有立法權，主要工作是評審「興趣或利益討論組」提交的法律草案，並決定

是否遞交下一個機構進行表決。布里修斯認為「評審委員會」也可類比於古希

臘雅典民主時期隨機抽籤產生的「500人委員會」，把建議交給另一個隨機抽籤

產生的1,001人組成的委員會做出最終立法決定et。在布里修斯對州一級的

「評審委員會」設想中，委員會從毛遂自薦的公民中通過隨機抽籤產生，由大

約一百五十人組成，成員任期三年。他們可以聘請專家，召開聽證會，並獲

得大約相當於目前議會議員的工資。

第四種機構是「政策陪審團」（Policy Juries）。他們對「評審委員會」遞交的

法律草案進行最終秘密投票表決。其產生方式是在全體公民中隨機抽籤，而

不是在毛遂自薦者中隨機抽籤，在州或聯邦一級，「政策陪審團」至少需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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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過抽籤產生的政策陪審員投票表決立法草案，這就是「抽籤」和「選舉」

的結合——「抽籤基礎上的選舉」，最終形成正式法律。每一項新立法都將由

新一批政策陪審員在聽取「評審委員會」的說明後作最終表決，他們的工作時

間大約為一周，與「評審委員會」成員的三年任期不同。

第五種機構是「規則委員會」（Rules Council）。這個委員會負責為所有其他

委員會制訂規則和程序，如抽籤程序、法定人數要求、徵求專家證詞的方式、

審議中使用的程序。它的成員由隨機抽籤產生，任期有限。布里修斯認為，

最後在新體系運行了一段時間後，從已經擔任過其他五個委員會委員的毛遂

自薦者之中抽籤產生「規則委員會」成員，這樣「規則委員會」成員對其他委員

會的運作有所了解，從而能夠制訂出有助於各個委員會運作的規則和程序。

第六種機構是「監察委員會」（Oversight Council）。其成員也是隨機抽籤產

生的，主要任務是確保規則的執行，如監督「評審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向「政策

陪審團」介紹各種法律草案時不帶偏見fk。

布里修斯生動地用上一張表格來說明他的六種機構的新型民主構想為何

能夠克服「單一機構抽籤的民主」的悖論（表1）：

表1　使用多頭抽籤機構應對困境的方法

首要目標 相衝突的目標 解決之道

最大化委員會成員

的代表性

最大化委員會成員

的興趣與投入

「政策陪審團」最大化「代表性」，而

在毛遂自薦基礎上抽籤產生的「議

程設置委員會」、「評審委員會」等

保證興趣與投入。

經常輪換以確保參

與和防止腐敗

較長的任期才能使

委員會成員熟悉議

題

「政策陪審團」經常輪換，但「議程

設置委員會」、「興趣或利益討論

組」和「評審委員會」保證專業知識。

每個公民都有參與

權

避免毛遂自薦產生

的特殊利益的支配

「興趣或利益討論組」保證任何公民

的自願參與，而「議程設置委員會」

和最終決策的「政策陪審團」防止特

殊利益支配。

通過內部討論和辯

論來最大化解決問

題能力

避免討論和辯論中

的兩極化和從眾心

理

「興趣或利益討論組」和各委員會促

進討論，而「政策陪審團」避免觀點

兩極化和從眾心理。

通過給予委員會廣

泛的制訂議程和法

律草案的權力來最

大化民主力量

避免委員會裏少數

克里斯瑪型成員的

過份影響力

「議程設置委員會」最大化民主力

量，而「政策陪審團」防止少數克里

斯瑪型成員的過份影響。

資料來源：Terrill	Bouricius,	“Democracy	through	Multi-Body	Sortition:	Athenian	Lessons	for	

the	Modern	Day”,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9,	issue	1,	article	11	(20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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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回顧「蘇維埃」在俄語裏是「委員會」之意，以及阿倫特—列寧「由所

有的人輪流行使」管理權力的理念，不難看出布里修斯結合隨機抽籤和選舉的

設計，堪稱「二十一世紀的蘇維埃」。

尤其有趣的是，從2004年至今，加拿大、荷蘭、冰島和愛爾蘭先後進行

了結合隨機抽籤和選舉的新型民主實驗。加拿大的兩個州（英屬哥倫比亞和安

大略）以及荷蘭為了修改選舉法，用隨機抽籤的方法產生了「公民會議」成員，

「公民會議」成員討論建議後再交予全州人民公投。冰島和愛爾蘭則結合隨機

抽籤和選舉的方法產生了「修憲委員會」。例如，2013年1月成立的愛爾蘭「修

憲委員會」由100名成員構成，其中66名從全體公民中隨機抽籤產生，33名是

現任政治家，1名是由議會任命的主席。2015年5月22日，基於「修憲委員會」

的提案，愛爾蘭全民公投修改憲法，其中包括允許同性戀結婚，這在天主教

傳統極為深厚的當地幾乎不可想像fl。由於「修憲委員會」中的三分之二成員

（66名）是隨機抽籤產生的，這可以說是「普通人民必須真正當家做主」的理想

的一次成功實踐。

當前中國處於各方人士共同強調的改革關鍵時期，在此階段持續深入討

論「民主與專家相結合」的制度創新，更有效地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有其顯著

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許，二十一世紀的「蘇維埃」並非「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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